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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总表征着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

文化，北京城亦是如此。从帝都到国都再到故

都，北京在 20 世纪前半期经历的三次重大社

会变革为城市空间变迁带来了三次发展方向的

改变。总体而言，近代北京［1］的城市空间随其

城市身份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演变逻辑，发展现

代化与 保 护 传 统 成 为 两 条 贯 穿 城 市 发 展 的 主

线，并在北京的身份变化中各有消长。

一、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版图

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变革始于清末。帝都

北京的空间结构、布局在封建政权的统治下维

持了几百年的稳定局面，至清末，列强的强势

入侵迫 使 清 政 府 在 政 策 上 做 出 适 度 改 革。然

而，清朝统治者 “希望在不改变根本利益和保

持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改弦更张，并坚持在传统

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或预防性的改革，力图维

护封建权贵的特权和封建社会体制”。［2］( P484) 这

种政治 上 的 定 调 在 城 市 空 间 演 变 中 亦 有 所 体

现。相比当时中国某些沿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

快速，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清政府的政

治主张联系更为密切，现代化进程则要保守许

多。在此背景下，新式现代学校在北京出现，

电灯、电 话 等 电 气 设 施 开 始 被 北 京 居 民 所 接

受，封闭的城墙结构也因火车的到来被打破。
尽管如此，彼时帝都的城市空间结构仍未发生

本质变革，仅为局部调整。清末政府改革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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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性已然决定了现代性短期内无法在中国迅

速散播，这一点在政权所在地北京尤为鲜明、
突出。

另一方面，清末的改革新政又为北京的城

市空间变迁埋下了种子，大量到海外留学、游

历人员在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便利后，纷纷将

现代城 市 的 生 活 方 式、理 念 带 回 国 内，在 思

想、文化层面为北京的城市变革提供了舆论动

力。到民国初年，作为现代工业城市表征的现

代性渐渐占据了北京舆论的主导地位，现代城

市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北京市民的新追求。尽

管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还是肤浅、
片面的，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灭亡，凭借现代

化的印刷技术与日渐成熟的舆论环境，现代性

逐渐 成 为 推 动 社 会 变 革、城 市 变 迁 的 无 形

力量。
民国既立，北京由帝都变成国都，城市管

理机构随之调整。现代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京都市政公所的成立与运行，这一机构

在民初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

轻重的 角 色。史 明 正 在 《走 向 近 代 化 的 北 京

城》一书中将推动北京城市变革的力量归结于

当时的技术官僚。的确，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

市政公所官员克服财政困难，摆脱思想束缚，

直接策划、实施了民初北京几个重大的城市改

造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空间变革的基础。市

政公所还注意占领思想、舆论高地，译介外国

现代市政书籍，出版 《市政通告》，扩大舆论

影响，力图根除文化保守派对城市空间改造的

阻力。
从帝都到国都，城市身份的转变使塑造国

都形象和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成为北京政府与民

间舆论的一致追求。在帝制倒台、共和新立的

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工业化的国际形势中，时

人塑造国都形象的努力必定只能从城市现代化

建设着手，以期建设国都新面貌，展现国家新

形象。
面对帝都北京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打破

原有封闭状况成为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基础。
于是，在以市政公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主导

下，开展了 “国门”正阳门的改造、拆改城内

的皇墙与城墙、修建环城铁路、兴办有轨电车

等一系列现代市政工程，使封闭的城市空间结

构部分 解 构，并 被 新 的 开 放 式 空 间 结 构 所 代

替，建基于帝制的空间等级秩序随之被打破，

空间的平等意识成为国都时期的新追求。如果

说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帝制皇权的威严

与至高无上，象征着专制旧文化，那么国都的

改造则是要通过解构这种帝制空间，利用国都

“首善之区”来代表国家的政治定位，体现民

国新政体所蕴涵的民主、共和新理念，同时给

国民提供一个新时代的生活愿景。可以说，国

都北京空间改造计划与空间开放运动的努力，

表明民国政府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承载新

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即通过打破旧的封闭结构

宣传民国的新观念、新思想，宣传崭新的政治

理念，这也是民国初年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主

要动力。
然而，帝都北京的空间秩序在新的社会条

件下又保存了较强的稳固性。帝都的空间符号

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时代变迁、社会制度

更易中并未彻底断绝，而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

存留。其中，有的是根源于儒、道、释的哲学

观念，有的是对于风水之学的迷信，统统弥漫

于时代变迁的社会思想中。上至政治人物、政

府官僚，下至普通市民，都不能完全摆脱传统

文化观念的影响，这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构成

了强大阻力。在北京城市空间开放运动中，随

处可见传统文化观念对于现代化的抵制，现代

与传统的冲撞以及最后形成的交融都在北京由

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空间上的呈现。
以城门、城墙、牌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空间

符号与为便利交通而引入的电车、火车等现代

性符号的冲突，究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与现代化的较量。这种较量无疑展现出近

代北京 不 同 于 其 他 沿 海 商 埠 的 特 殊 现 代 化 进
—13—

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政治与文化表征 ( 1898—1937)



程，彰显了二者不同的特质。
空间开放还只是北京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

步，只有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深层调整才能在

更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国都时期初

年，民国政府先后改造、开辟了天安门广场、
中央公园与中国近代早期官办博物馆———古物

陈列所三处新型公共空间。这三处空间曾共同

组成了明清时期帝都北京的核心权力圈，但进

入民国后均遭解构，由封闭走向开放。新型公

共空间的开辟进一步拓宽了北京公共空间的结

构，使象征皇权、等级制度等旧有封闭空间的

瓦解继 续 深 化，民 主、共 和 的 时 代 观 念 深 入

人心。
在更加生活化的消费、娱乐空间方面，国

都北京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的消费、娱乐空间

此消彼长，体现了北京政府的城市规划、空间

控制 给 商 业 空 间 结 构 带 来 的 影 响。一 方 面，

“首善之区”的政治地位要求国都北京在商业

领域引入现代性的消费、娱乐新形式，以更新

帝都北京的古老形象，因此现代化的商场、商

业新区在政府的规划下纷纷建成; 另一方面，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北京传

统的庙会等商业空间逐渐没落，而南城的天桥

却趁着政府规划与市场迁移的便利迅速发展起

来。商业、娱乐空间地域上的重新分布亦反映

着北京空间结构中传统与现代的共存。
此后，北京从国都转为故都，经历了自其

为历代政权首都以来最大的一次身份转变。国

都地位的丢失使北京在政治上沦为一个地方性

城市，大 量 政 府 官 员、知 识 分 子 因 之 离 京 南

下，北京失去了昔日的消费主体致使社会经济

陷入萧条，城市也丧失了原来的发展动力。在

对城市的重新定位中，北京当局与社会舆论在

经过激烈争论后，结合城市文化历史遗产与所

面临的社会现实，将之定位为国家的文化旅游

中心。人们据其城市身份变化所形成的新的城

市认同，影响了北京的发展方向，即由国都时

期因 “观瞻所系”的政治要求而建设的现代城

市向保存文物古迹的文化古城转变，实质就是

向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返归。城市的现代化进

程因之减缓，空间结构随之稳固。

进入故都时期，在城市身份变化基础上形

成了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计划，这导致北京开始

遵循全新的城市空间生产逻辑，不再像国都时

期那样强调通过现代市政建设更新国家形象，

而是寄希望于保存本土历史文化古迹以构建东

方文化 古 城，由 一 个 政 治 城 市 转 变 为 文 化 城

市。于是，故都不再有大拆大改的空间开放工

程，也未开展大规模现代市政建设，而是在国

都北京的空间基础上利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

契机整理、修复了大量文物古迹，使古都北京

的历史空间符号得到较好存留，帝都的空间秩

序得到巩固。同时，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也服

从于创建文化旅游中心这盘大棋，现代化在故

都时期 10 年受到了抑制。故都北平虽由原来

的国都降格为地方性城市，但在文化维度上却

获得了与原来国都政治地位相类比的国家文化

中心地 位，以 中 华 文 化 中 心 的 身 份 与 世 界 对

话，在文 化 层 面 上 代 表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与 精

神。有了文化中心这一 “资本”，北京政府就

能顺利地争取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在远离政治

象征的情况下得以全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这

是故都文化古城形象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

相比国都时期朱启钤主导下的现代化城市

改造，故都北平的城市空间相对要稳固许多，

基本上延续了国都时期的空间格局。由于城市

身份的变化，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国都、故都

形象也出现了明显差异，由国都时期对现代性

的赞扬与向往转变为故都时期对文化古迹等传

统空间符号的肯定与宣扬。故都的文学书写与

古城想像，以及同期的旅行手册，对于北京传

统城市空间符号的宣传介绍，成为当时构建文

化古城意象的重要媒介，使北京的文化古都形

象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传播，也成为后世想像

古都北京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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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帝都到国都的空间政治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较早地注意到了空间

与政治 之 间 的 关 系，他 敏 锐 地 指 出，空 间 是

“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

保对地 方 的 控 制、严 格 的 层 级、总 体 的 一 致

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3］( P50) 近代北京的城

市发展史生动地诠释了政治权力利用城市空间

控制地方社会、区隔人口的过程。帝都时期，

北京的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成为帝制国家显示

其政治权威的符号工具，四重城墙的封闭格局

与贯穿城市南北的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建筑群都

彰显着帝制的无上权威与荣耀。帝都北京的这

种空间特征也引起了马克斯·韦伯的注意，他

在谈到帝都北京时说: “城市在这里———基本

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

身就是最好的说明。首先有栅栏或墙，然后弄

来与被围起来的场地相比不太充分的居民，常

常是强制性的，而且随着改朝换代，如同在埃

及一样，或者要迁都，或者改变首都的名字。
最后的永久性的首都北京，只在极其有限的程

度上是一个贸易与出口工业基地。”［4］( P62) 因此，

帝都北京的空间造就了一个纯粹的政治城市，

城市的生产、娱乐、商业等社会功能受到严格

控制，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在等级森严的空

间区隔之下被帝国的制度规训着。
清末，列强入侵与现代性的引入撼动了清

廷统治。清 政 权 的 瓦 解 是 在 1911 年，但 早 在

1906 年的预备立宪，上溯至 1901 年实行的清

末新政，甚至更早的 1898 年的维新变法乃至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清政

权内部的被动政治改革就预示了帝制政权已成

强弩之末。因此，近代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是随

着清政权的式微而逐渐发生的。现代性带来的

帝都空间结构的局部变化象征着中国延续了几

千年的帝制皇权被世界工业化的大潮强烈地冲

撞着，其坚实的权力土壤被现代性的激流慢慢

地侵蚀。在帝都末期，尽管清廷仍极力垂死挣

扎，但北京城市空间的变化还是表征了帝制权

威即将被颠覆的命运。
然而，清王朝灭亡后，北京的城市空间结

构并未随帝制皇权的颠覆而解体，相反仍在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较大程度上保持着帝都的空

间特征，没有迅即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化都

市。进入国都时期，民国政府所代表的新兴政

权对北京的改造依然是不彻底的，在开放城市

空间与拓展公共空间的过程中，现代性受到了

空前的压抑，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革命的不彻

底性为帝都城市空间结构留下了生存的土壤。
有人在谈论近代北京的政权更迭时说， “庚子

所改变的，虽西洋化之输入，而根本未十分动

摇。辛亥所改变的是革命色彩之加入，然后不

久还是屈服。自辛亥至于戊辰十七年中，虽然

奉的是民国正朔，而帝制色彩的确保存不少，

官僚化的程度似乎不逊于前清”。［5］( P199) 民国成

立后，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等事件，以及张

作霖坐镇北京时的祭孔行为，都表明帝制的理

念并末在民国军政大员的心中完全退去，而历

届北洋政府对孙中山所力主的共和理念也只是

阳奉阴违。因此，在国都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

过程中，每当对象征帝制皇权的空间符号进行

改造时，特别是拆改城墙与城门时，守旧政治

势力总会立即跳出来干涉、阻挠，且总能够奏

效。作为新兴政权的代表，主导北京市政建设

的京都市政公所为构建共和国家首都力主对城

市进行现代化改造，以使之成为体现平等观念

的现代化都市; 而阻挡现代化进程的守旧势力

则体现了帝制观念、皇权政治在北京的根深蒂

固。两种力量、两种政治思想在北京城市空间

这个容器中交织、碰撞、冲突，并显现于新的

空间布局上。
在公共空间的改造方面，国都北京公共空

间的拓展寄予了民国政府与社会舆论构建现代

都市公共交往场所的迫切需求以及对现代公民

社会的向往，体现了帝制取消后政府欲通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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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公共空间区别于帝都空间秩序的努力，从一

个侧面展现了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与进步。然

而，国都北京公共空间的拓展并非单纯构建市

民公共领域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目

的。在建设现代城市的过程中， “中国的城市

改革者还热切地通过提供公共空间促进新市民

的形成，于是城市里出现了图书馆、博物馆、
展览厅，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培养新的公共精

神和国家意识”。［6］( P3) 也有学者指出，“在民族

国家建立后，国民教育成为建立国家认同的重

要基础，国家往往利用空间对民众进行身体与

心灵的塑造”。［7］进入近代以来，新型公共空间

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城市广场、公共运

动场等，常常被国家机器当成规训人民、引导

大众行为的场所，成为福柯所界定的权力规训

空间。国都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亦是如此。我们

看到，包括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与古物陈列

所在内的新辟公共空间，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

识形态功能，成为民国政府宣传国家意志、培

育符合政府要求的市民的公共场所。这些公共

空间仍被国家权力、行政力量以各种隐蔽的形

式控制着，以天安门至紫禁城为核心圈的公共

空间的 拓 展 未 能 为 北 京 建 立 起 真 正 的 公 共 领

域，仅仅实现了物质空间上的开放，因此国都

北京新辟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

义上的市民社会。
相比之下，王笛在研究近代成都的茶馆时认

为，“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

的角色”，是“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

治空间”，是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8］( P5) 许纪霖

也指出，近 代 中 国 的 公 共 领 域 未 能 在 风 气 保

守、政治色彩浓烈的北京出现，但却以报纸、
学会和学校等形式在上海出现。［9］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北京的茶馆酒楼和公 园 中 都 贴 着

‘莫谈国事’的红纸贴”，［10］( P170) 可见国都政府

对北京公共空间的严格控制。更重要的是，生

活在这种空间政治下的市民不得不保留传统的

生活方式，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也就

没有生长出韦伯所说的西方城市中拥有政治权

利的市民阶层。［4］( P58) 因此，国都北京虽有开辟

公共空间的宏愿，却终因政治氛围的保守与市

民阶层的缺席而未能使新开辟的公共空间实现

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国都北京的这种空间政治也决定着北京生

产、商业、娱乐等社会功能的发展方向。从帝

都到国都，庙会与集市等传统的、间歇性、移

动式消费和娱乐空间随着新兴固定市场、现代

商场的兴起逐渐从北京的消费市场中式微，旧

有消费、娱 乐 方 式 在 世 纪 之 交 遇 到 了 现 代 消

费、娱乐方式的挑战，商场式购物与看电影、
逛跳舞场等新式娱乐体验走进并丰富着北京市

民的日常生活。尽管国都北京在城市空间上开

始部分呈现现代城市的特征，现代化的商场先

后拔地而起，甚至还出现了香厂新市区这样完

全按照西方现代都市模型建造起来的新兴消费

娱乐区，但与沿海的上海等商埠城市相比，这

些由西方引入的现代商业空间及消费、娱乐观

念与生活方式始终未能占据北京本地居民日常

生活的全部，相反，传统庙会、集市、天桥市

场等消费空间与逛戏园、捧角儿等娱乐方式仍

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帝制时代，北京就是一个消费城市，缺

乏发达的生产市场。进入国都时期以后，这种

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北京的消费市场始终由

稳固的消费人口维持着，即便在政局动荡的情

况下仍是如此。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 《益世

报》在描绘北京的娱乐市场时说: “近来经济

界十分紧急，又值各机关大闹裁员，各游戏场

中宜有萧条景象矣。乃事实上有大谬不然者，

推其原因，盖北京之日逛游戏场者，专有一部

分人，如阔少、遗老、女人、游民等，除此外

便无所事事，故游戏场中，初不特在各处办事

者之光顾，即为已足也。”［11］出版于民 国 时 期

的都市地理小书 《北平》曾将北京的人口划分

为逊清的遗老、满清旗人、民国以后退休的官

吏、当代握有重权的官吏、寄居北京的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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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学子以及普通市民七类，［12］( P154－159) 这七类

人基本构成了支撑北京消费、娱乐市场的主要

群体。就消费倾向而言，由前清延续下来的消

费、娱乐习惯仍在遗老、旗人与本土市民等群

体中传承着，维持着传统消费、娱乐市场的经

营，而其他群体则是现代商业与娱乐方式的追

随者，成 为 促 进 北 京 现 代 商 业 空 间 的 发 展 动

力。因此，在国都时期，本土与外来、中国与

西方、传统与现代两种消费和娱乐方式、商业

空间得以在北京共存; 当国都南迁后，官员、
文人学 子 大 量 南 下，随 着 北 京 人 口 结 构 的 变

化，当地现代商业、娱乐空间迅速萧条，而传

统的消费、娱乐空间仍得以延存，特别是天桥

这个平民市场还能继续保持繁盛。
总的来说，从戊戌变法到国都南迁的约 30

年里，北京在政治、社会生活上处于一个新旧

交织的时代，在新的国际形势中，北京虽然对

于现代性的力量进行了部分接受，但旧的一切

尚未完全 被 清 理 干 净，在 政 治、社 会、经 济、
娱乐等各领域都出现了新与旧的交叠。

除了北京保守的政治氛围与落后的工商业

基础所导致的新旧力量的交叠，帝国主义对北

京的政策与北京市民对外国势力的激烈反抗也

阻碍了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早在帝都晚期，北

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就成为帝国主义在华野心

的象征，激起民众极大愤慨，义和团在清廷的

默许下对其发动攻击，成为庚子事变的导火索

之一。进入国都时期，外国资本又试图通过不

平等条约介入北京的城市建设以谋取利益，引

发北京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抗。经过激

烈抗争，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全部由本国财政

解决，诸如电车这样耗费巨大的工程，外国资

本也未能插足，像香厂新区也是由市政公所组

织规划设计，由本土民族资本建设完成的。这

与上海、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的市政建设大

多由外国资本投资并控制完全不同，北京的市

政建设 一 直 掌 握 在 本 国 资 本 手 中。也 正 因 如

此，国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没有按照外国现代城

市的建设路径、模式发展，而是与本国政治、
民族情感、国家认同密切关联，从而使北京的

现代市政建设带上了更多的本土特点，呈现出

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相交叠的空间形态，走出

了一条不同于沿海商埠的现代化之路。

三、故都的空间重塑及其文化表征

1928 年，国都南迁，北京作为首都的殊荣

瞬间消失，城市身份问题遂提上日程，成为人

们争论的焦点。
失却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地位，城市的发

展动力自然也面临着更新，直接表现为国家财

政投入的不足导致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延宕。迫

于这种形势，北京官方与民间舆论不约而同地

重新定位城市地位，在北方军事中心、经济中

心还是国家文化中心的争论与权衡中，最终决

定将文化中心作为其发展方向，即利用本市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北京塑造为以旅游、教

育、文化 等 资 源 推 动 城 市 发 展 的 国 家 文 化 中

心。于是，故都北平的现代化建设策略与国都

时期相比就产生了相应变化: 保护城市历史资

源的呼声压过了原来为塑造国都形象的现代化

建设，维护城市空间结构的稳定代替了原来的

城市空间改造运动，发展城市旅游资源与打造

国家文化中心的宏观政策使这一时期北京的现

代化建设融入了更多传统文化因素。北京卸去

了灿烂的国都光环，在故都 10 年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供人游览、凭吊的 “文化古城”。
这一时期，北京已降格为 “北平特别市”，

加之于城市建设上的政治束缚便得以解除，原

有空间政治亦随之消解，维持既有空间结构的

力量顿时消散。然而，故都并未因此转向沿海

商埠城市那样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抓住了 “文

化”这根救命稻草，在失去政治保障后选择了

返归传统以寻求发展动力。文化成为影响其空

间的决定力量，原有城市空间政治被新的建设

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的计划所代替。北平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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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交锋的舞台，而将被建成展示中华传

统文化的游览空间。
北平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是要通过保存历

史古物、在文化上返归传统重新获取城市发展

动力。无论社会舆论还是政府的施政方向，都

将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作为拯救丧失国都政治身

份的故都的一剂良药。就政治地位而言，北京

已沦为地方性城市，城市地位大弱于往昔; 就

文化层面而言，北京由帝制时代所遗留下来的

文化古迹足以使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跻于东方

文化中心的地位，于城市身份的转换中获得全

新的文化动力，但同时现代化也遇到了较国都

时期更大的阻力。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城

墙、城楼、皇家宫苑、坛庙、牌楼等古迹得到

了力度空前的保护，许多受损古迹也得到了良

好的修复，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反

而被继续稳固下来。其时，北京的现代市政建

设虽未完全停滞，但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呼

声中也退化为建设文化旅游区的陪衬，建设现

代北京不再是主流。因此，故都时期北京仍较

大程度地保留着传统城市的空间外观，这主要

归因于放大了传统文化力量的文化旅游区建设

规划及其指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
国家 政 治 中 心 的 南 迁，也 使 得 那 些 “在

1919 年和 1925 年曾经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

的大学 生 们，现 在 发 现 自 己 ‘英 雄 无 用 武 之

地’。北平不再是首都，对一个软弱的地方政

府，再也不能通过游行示威发挥它施加压力和

劝诱的强大威力了”。［13］( P154) 曾活跃于北京街头

的学子只能回到校园，在建设文化古城的呼声

中充当国家教育中心大军中的一员; 在新文化

运动中极力鼓吹新学、西方文化的学者，在故

都时期即使没有远离这个城市，也选择了偃旗

息鼓，士大夫讲学之风与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复

兴，实现了文化领域的回归传统。故在北京卸

掉了政治的冠冕后，文化仍能继续发挥其 “心

房的 作 用”，［5］( P209) 既 能 因 之 救 济 经 济 上 的 不

足，促进城市的正常运转，又使北京在全国思

想文化领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足

以称雄于国内的文物古迹在物质、空间符号上

极具文化艺术价值，理所当然地转化为故都建

设国家文化旅游中心所倚恃的特殊资源，所以

北平政府实施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与故都文物

整理计划，以及 “北平旅游手册”对故都的文

化宣传与文人的文学记忆，均将文化古迹看成

能使北京重新焕发活力的捷径。在时人看来，

返归传统，创建文化古城，是在政治之外找到

的繁荣故都的力量。
但文化并不能与政治全然无关。英国学者

伊格尔顿在梳理文化观念时曾指出， “文化需

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可能关系到

国家，文化还会具有政治的维度”。［14］( P11) 实际

上，故都北平所要返归的传统文化也未能彻底

脱离政治。北平创建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的一个

重要初衷就是试图利用文化古城的影响力提升

其国际声誉，通过 “文化”这一软实力影响华

北军事局势，抵御日本对华北的觊觎，以期起

到政治中心起不到的作用。另外，在城市建设

上返归传统文化并抑制现代化建设，整理、修

复帝都的空间符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

传统空间政治的承认，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意识

形态与社会功能在城市空间的藏匿之下，以物

质遗产的形式得到保护与整修，并对现代性形

成了顽强的抵抗。因此，故都北平向传统文化

的返归是从原有的显性空间政治向隐性的文化

政治转变，基于传统文化思想规划建造的帝都

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得以延存，席卷全球的现

代性在 故 都 北 平 亦 不 得 不 向 传 统 的 文 化 政 治

妥协。
从国都到故都，北京对于传统的发扬与对

现代的抑制，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根

源。有学者在评价传统与现代在国都与故都的

命运时说: “在国都阶段，心态保守的中央政

权，多少起了压抑西化、追求时髦的作用，传

统文化仍居社会主流; 到了故都时期，北平把

传统的文化当成繁荣城市的宝贵资产，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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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拥抱西方进步物质文化的同时，却在价值观

与城市意象上，保留中国文化的精神。有意思

的是，这种充分开发传统精髓，以重新定位城

市，赋予城市新生命的努力，只有当北京成故

都之后，才获得充分发展。”［15］( P24) 质言之，国

都时期的帝制政治思想残留与故都时期返归传

统的文化政治，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之所以呈

现传统与现代相交叠形态的根本原因。

四、余 论

我们还可以在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中发

现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特殊性。与北京受

政治和文化支配的空间逻辑不同，近代上海得

益于外国资本的涌入与商业市场的发达，现代

性在进 入 上 海 后 便 获 得 了 长 足 发 展，摩 天 大

厦、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空间

符号成 为 近 代 上 海 的 城 市 意 象，以 致 有 人 宣

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

先进的都市同步了”。［16］( P7) 而此时的北京却经

历着返归传统以谋求转型的阵痛。近代巴黎的

改造经验更具有可比性。在第二帝国时期，拿

破仑三世授意奥斯曼主导了巴黎的改造计划，

拆毁了大量历史街区后，修建了大楼、城市广

场、公园、教 堂，扩 建 并 改 善 了 城 市 基 础 设

施，将巴黎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都市，

从而与历史上的巴黎彻底决裂。大卫·哈维称

这种决裂为 “创造性破坏”，其背后则是 “经

济、社会组织、政治与文化上的复杂模式，这

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17］( P325)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资产

阶级与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大量工人失

业与资本过剩等问题困扰着刚刚取得政权的拿破

仑三世，最后他选择授意奥斯曼 “通过城市化

的方式，解决资本过剩和失业的问题”。［18］( P8) 这

显然是近代巴黎改造的根本动力。
相比之下，北京则由于保守政治、文化观

念的影响，资本既无法产生有效流通，也没有

使自身 增 值 并 推 动 城 市 现 代 化 进 程 的 迫 切 需

求，进而束缚了商业、社会生产、市民阶层与

社会组织的发展，且北京的地方自治与行会对

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因此决定近代北

京城市空间变迁的根本因素是传统政治观念与

文化逻辑。帝都、国都、故都，三个不同的历

史阶段，三种不同的城市身份，在政治上虽历

经更迭但始终未能彻底革新，在文化上虽有西

学涌入但又终究返归传统，使北京的城市空间

沿着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轨迹演变、发展。在这

种空间演变逻辑之下，近代北京的现代化建设

虽有所突破，但城市整体上仍保持着传统空间

结构，人们基本也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正

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 “如果未生产一个合适

的空间，那么 ‘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
等都是空话”。［3］( P47) 因此，近代北京的城市空

间结构依旧是传统北京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

容器。同时，这种空间结构还形成了北京颇为

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赵园曾指出， “对于北

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正是由胡同、四合院

体现的”。［19］( P21) 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两种空间

符号形成于帝都时期，进入近代之后又在现代

性的冲击下保存下来，成为北京地域文化形态

的典型象征。这正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在

文化上的体现。

注释:

［1］ 清末北京称京师，民初改称京兆，后又改称北京，

1928 年国都南迁后改称北平。为行文方便，本文

统一采用 “北京”; 个别地方特指时，仍称 “北

平”，如“故都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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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ati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Ｒepresentation of Beijing
in Modern Times ( 1898－1937)

WANG Qian
( School of Literature，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 246011，China)

Abstract: The space transition of Beijing in modern time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by way of imperial capital，national capital and former capital，
the direction of Beijing's space transition was influenced by its political status，the change of city identit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Beijing's spe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tradition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capital，on the space opening，the found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national capital，an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t center of former capital．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as brought out the overlapping space
form of tradition and modern of Beijing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imperial capital; national capital; former capital; spatial politic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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